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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构想(Conceptual Framework)· 

企业不当行为何以产生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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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业不当行为溢出效应是指未直接参与不当行为的旁观企业的股价、声誉、资源和机会因其他企业

的不当行为而产生正面或负面变化。当前理论多集中于行业或产品相似性, 用相同特征解释正负溢出效应, 且

鲜有研究同时考虑两者, 造成文献中理论整合的缺失。本研究从归因认知过程视角出发, 构建一个统一的理论

框架, 以解释和整合企业不当行为的正面与负面溢出效应。具体地, 本研究提出溢出的方向取决于利益相关者

对行为原因的归因轨迹:若将原因锁定于肇事者本身(孤立归因), 则产生正面溢出; 若将原因视为更广泛组织

群体共有的系统性问题(系统性归因), 则导致负面溢出。本研究还进一步指出不当行为的性质及其多维属性会

影响利益相关者的归因选择。此外, 研究进一步探讨了企业声誉与行为的多维属性在归因过程中的调节作用, 

为预判和管理不当行为溢出效应提供了跨行业适用的理论工具。 

关键词  利益相关者认知, 企业不当行为, 溢出效应, 归因认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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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在童年的成长过程中, 若同伴(如兄弟姐妹或

朋友)出现行为失当, 个体是否常常因群体身份而

承担连带责任？抑或凭借“好孩子”标签获得不应

有的褒奖？这种基于群体归属的差异化归因机制, 

与美国经典儿童漫画《Goofus & Gallant》1 中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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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oofus & Gallant》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儿童漫画作

品。它通过对比两个行为截然不同的男孩的形象(Goofus

是一个常常做出不良行为或决定的男孩, 他的行为往往不

符合社会期望或道德规范。Gallant 是一个行为得体、总是

做出正确选择的男孩 , 他代表着积极、正面的榜样形象), 

向孩子们传递了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极分化的角色塑造异曲同工——当评价者依据粗

粒度分类标准进行判断时, “问题儿童”的污名化

与“模范生”的光环效应往往超越个体实际行为

(Han et al., 2023)。这种社会认知模式在组织管理

领域获得镜像式印证: 在过去的 15 年里, 学界一

直在积极探究这样一个问题: 当某个组织出现不

当行为时 , 那些未直接参与不当行为的“旁观组

织”会受到何种影响？(Naumovska & Lavie, 2021; 

Paruchuri et al., 2019; Pontikes et al., 2010; Zhang 

& Lim, 2024)。目前学界普遍认为, 利益相关者往

往会将他们对不当组织的惩罚性反应扩展到同一

类别的其他组织 , 从而产生负面的溢出效应

(Barnett & King, 2008; Jonsson et al., 2009; 

Paruchuri & Misangyi, 2015)。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溢出效应并非总是负面的, 在某些情境下, 旁观

组织甚至可能因“对比效应”而获得正面溢出效应

(Naumovska & Lavie, 2021; Paruchuri et al., 2019; 

Zhang & Lim, 2024)。具体而言, 溢出效应指的是

某一组织的不当行为对其他并未直接参与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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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旁观者”企业所产生的间接影响, 这些影响可

能波及企业的股价、声誉、市场机会与资源获取, 

其方向既可能是消极的, 也可能是积极的(Barnett 

& King, 2008; Jonsson et al., 2009; Piazza & 

Jourdan, 2018; Paruchuri et al., 2019)。在现实商业

世界中我们经常观察到: 当某家企业因不当行为

被曝光时, 有些旁观企业因此蒙受损失, 而另一

些则可能从中受益。这就引出了管理者在实际运

营中经常面临的战略困境: “当同行出事时, 我们

究竟可能受到牵连, 还是反而能从中获益？我们

又该如何有效应对？” 

尽管现有文献已经关注到企业不当行为溢出

效应的存在, 但对该现象的理论解释仍存在明显

不足, 尤其是在正负溢出效应的产生前因与内在

机制方面缺乏系统性的整合框架。具体来说, 当

前研究存在三个方面的局限。首先, 多数文献将

企业不当行为简化为“是否发生”的二元变量, 或

仅关注单一属性(如严重程度), 忽略了其作为一

个具有多重维度复杂事件的本质。事实上, 任何

组织事件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其本质特征, 还与事

件的“强度” “时间”和“空间”属性密切相关(Han 

et al., 2024)。现有研究对这种多维属性的忽视, 削

弱了对溢出效应形成机制的解释力。其次, 现有

解释多依赖于企业间在行业或类别上的结构相似

性 , 以 此 推 断 正 面 或 负 面 溢 出 效 应 的 产 生

(Jonsson et al., 2009; Naumovska & Lavie, 2021; 

Paruchuri et al., 2019)。然而, 这种解释仅停留在

静态的结构特征层面, 未能深入揭示利益相关者

如何基于主观认知形成差异化归因, 进而驱动溢

出效应方向的变化(Roehm & Tybout, 2006; Zhang 

& Lim, 2024)。此外, 既有研究往往将两类效应视

为相互排斥的竞争性假设, 而非同一连续体上依

据条件变化而展现的不同表现形态。对于溢出效

应的触发机制, 负面溢出阵营强调组织相似性所

引发的责任归因泛化, 而正面溢出研究则聚焦于

竞争替代 (Paruchuri et al., 2019)与市场再分配

(Naumovska & Lavie, 2021)等机制所起的关键作

用。这种“非正即负”的二分法视角虽然简化了分

析逻辑 , 却严重限制了对现实复杂性的解释能

力。实际上, 企业不当行为的溢出效应更可能呈

现为一个连续谱系: 在特定条件下, 负面效应可

能占据主导地位; 而在另一些情境中, 正面效应

可能更为显著。例如, 当某行业头部企业因环保

违规被重罚时, 消费者可能对所有关联企业产生

抵触情绪, 但如果该违规行为暴露了行业监管漏

洞, 而旁观企业恰好因长期合规记录被媒体报道, 

则可能同时获得声誉提升与市场份额增长。这种

双向效应的动态变化, 本质上受到不当行为本身

的特征(如性质是否涉及伦理道德、严重性是否超

出行业常规)与情境因素(如行为主体声誉)的共同

影响, 但现有理论尚未构建一个能整合这些因素的

统一框架, 导致对溢出效应复杂性的解释碎片化。 

事实上, 当面对与期望或广泛接受的规范相

偏离的信号时(如组织不当行为), 利益相关者会

积极寻求对事件的解释并做出因果推断。而利益

相关者对于不当行为的责任归因会因为不当行为

的性质(它是由能力还是道德失败引起的)而有所

差异。例如, 在 2022 年全球加密货币领域爆发的

FTX 崩盘事件——当公众发现 FTX 交易所通过算

法交易、虚假质押等手段挪用客户资金时, 公众

很快就开始怀疑整个 Web3 金融生态是否都在从

事这些行为。利益相关者对特定主体道德风险的

判定, 引发了对同属新兴技术金融框架下的其他

主体的系统性怀疑, 从而产生“污名传染”效应。相

比之下, 能力评估往往是个体化的——即针对被

评估者本身, 因此通常不太反映共同持有的特征, 

从而导致“对比增益”的可能性更大。这些现实案

例表明 : 组织不当行为本身蕴含着丰富的信息 , 

利益相关者会基于行为的性质与多重属性特征形

成特定的归因轨迹2(如孤立性还是系统性), 而这

一归因轨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溢出效应的方向

                     

2 归因轨迹指的是利益相关者在面对企业不当行为时所形

成的“感知到的因果关系位置”, 即个体如何认知行为背后

的原因来源(Han et al., 2023)。孤立归因是指利益相关者将

组织的不当行为归因于该组织自身的、独特的、非代表性

的因素 , 认为该行为是特定于该行为人本身 , 而不反映其

他同类组织普遍存在的问题或共享的系统问题。在这种归

因下 , 旁观者(其他未涉及的组织)被认为不共享导致不当

行为的动机、能力缺陷、文化或制度因素, 因此不会因为

该行为人的不当行为而受到牵连或污名化。系统性归因是

指利益相关者将组织的不当行为归因于更广泛的、深层次

的组织环境、行业文化、制度压力或共同实践, 认为该行

为并非孤立, 而是反映了整个行业、类别或组织群体中普

遍存在的问题或结构性缺陷。在这种归因下, 旁观者被视

为与行为人共享相似的动机、激励结构、文化规范或制度

约束 , 因此同样可能从事类似的不当行为 , 或至少被认为

有类似的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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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强度。 

基于此, 本研究尝试从归因认知过程视角出

发, 结合事件系统理论的多维属性分析, 构建一

个统一的理论框架: 首先, 系统阐释了归因轨迹

对溢出效应的影响; 其次, 从行为属性视角深入

剖析企业不当行为性质(能力失败与道德失败)及

其多维特征(强度、时间与空间属性)对利益相关者

归因轨迹的作用; 此外, 从社会评估视角探讨了

企业声誉在归因形成过程中的调节机制。通过这

些研究, 本文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而且为

促进企业管理者对企业不当行为的全面认识、更

好地预判企业不当行为溢出效应提供重要参考。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企业不当行为溢出效应的理论基础 

一家企业的不当行为曝光为什么会给其他企

业带来正面或负面影响呢？现有研究开始尝试分

析企业不当行为溢出背后的理论机制 (郭峰  等 , 

2023; 韩冰, 王良燕, 2017; 青平 等, 2019; 王新

刚 等, 2017; Chen & Tao, 2020; Jonsson et al., 

2009; Kang, 2008; Naumovska & Zajac, 2022; 

Paruchuri & Misangyi, 2015)。一方面, 会计和金融

领域的研究提出, 利益相关者可能因为一家公司

的问题而对与之有某种联系的其他公司产生负面

看法, 即使这些公司并未直接涉及不当行为, 比

如说溢出到拥有共同董事的公司或者合作伙伴公

司(纳鹏杰 等, 2017; Galloway et al., 2023; Kang, 

2008; Quamina & Singh, 2023; Spatareanu et al., 

2023)。但是, 这种观点并不能解释当旁观者和涉

事企业之间没有实质联系时的溢出。另一方面 , 

组织与管理领域的学者倾向于运用基于社会认知

范畴的分类理论来阐释企业不当行为的溢出效应

(Durand & Paolella, 2013; Naumovska & Zajac, 

2022)。企业不当行为的溢出效应常常发生在信息

不对称的情况下, 由于个体感知和分析其所处环

境的普通标准会失效, 这种情况下个体会倾向于

采用一种“分类”的方式对分析对象进行模糊的、

提纲挈领式的判断 (Durand & Paolella, 2013; 

Zuckerman, 2012)。因此, 利益相关者会根据是否

具有共有的特定重要特征对不同的组织进行“组

织分类”, 例如组织结构、业务范围、产品是否类

似等。如果利益相关者将某企业与行为主体归为

同一类别, 他们就可能降低对该企业的评价, 减

少对该企业的投资或者减少与该企业之间的交易, 

以避免潜在的风险, 这样企业不当行为的负面溢

出就发生了(Barnet & King, 2008)。 

企业不当行为的溢出效应研究主要集中在行

业内的负面溢出现象(范琳珊 等, 2022; 王思敏, 

朱 玉 杰 , 2010; Naumovska & Lavie, 2021; 

Paruchuri et al., 2019)。例如, Yu 和 Lester (2008)

提出, 不当行为不仅会损害事发企业的声誉, 还

会削弱利益相关者对行业内其他企业的信心, 进

而降低对这些企业的评价。行业是最常用的分类

方式, 因为同一行业的企业通常具有相似性, 共

享共同的声誉(Paruchuri & Misangyi, 2015)。因此, 

当披露有关某个企业的新信息时, 这些信息在一

定程度上被视为反映了该行业内所有企业的情

况。除了行业这一分类之外, 现有研究表明负面

溢出效应还可能在以下分类中发生: 同一市场或

者同一地理位置的企业 (Jonsson et al., 2009; 

Ouyang et al., 2020)、同一来源国企业(Laufer & 

Wang, 2018)、同产品或客户的企业(Jonsson et al., 

2009) 、 使 用 相 同 原 材 料 的 企 业 (Diestre & 

Rajagopalan, 2014) 、 同一 组织 形 式的 企业 等

(Laufer & Wang, 2018)。 

现有分类理论将分类标准分为三种: 基于原

型相似性的分类、基于因果关系的分类和基于目

标的分类(Durand & Paolella, 2013)。(1)基于原型

相似性的分类: 这种方法基于对象之间的相似性, 

特别是它们与某个类别原型的相似性。原型是类

别中最具代表性和最典型的成员, 它们定义了类

别的特征。在这种方法中, 一个对象的类别成员

身份取决于它与类别原型的相似程度。这种观点

认为, 类别成员资格是基于特征的共享和相似性, 

受众使用类别和分类系统来评估和赋予公司身份

(Rosch & Mervis, 1975)。(2)基于因果关系的分类: 

这种方法强调受众的先验知识和专业知识在分类

中的作用。它提出了一个因果模型, 在这个模型

中, 类别成员身份不仅仅是基于特征的列表, 而

是基于特征之间的因果关系。受众根据因果知识

对特征进行层次化, 因此, 一个对象如果展现了

与类别功能相关的关键特征(具有因果影响力的

特征), 即使它不完全符合原型, 也可能被分类为

该类别的成员(Rehder, 2003)。(3)基于目标的分类: 

这种方法认为分类过程是情境性的, 并且是由行

动者追求的目标驱动的。受众根据特定的目标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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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临时类别, 将不同的项目组合在一起, 只要它

们有助于实现某个特定的目标。在这种方法中 , 

类别成员身份是基于对象支持实现共同目标的能

力, 而不是基于它们与原型的相似性或因果关系

(Barsalou, 1991)。 

目前企业不当行为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基于

原型相似性的分类理论。基于原型相似性的分类

逻辑指出 , 当一个企业的行为偏离了社会预期 , 

受众会依赖于他们的认知分类系统来得出结论

(Barnett & King, 2008; Naumovska & Lavie, 2021)。

具体来说, 他们会认为同一类别中的其他企业未

来也可能采取类似的偏差行为。这种逻辑反映了

人们倾向于将相似的组织归为一类, 并基于这一

类别的原型特征来预测其成员的行为。因此, 一

旦某个组织成员的行为被视为不合法或不道德 , 

这种负面评价就可能扩散到同一类别中的其他组

织, 即使这些组织并未直接参与导致负面评价的

行为(Jonsson et al., 2009)。 

此外, 也有一部分研究基于因果关系的分类

理论来解释负面溢出效应。当面对与期望或广泛

接受的规范相偏离的行为时(Greve et al., 2010; 

Han et al., 2023; Paruchuri et al., 2019), 观察者会

积极寻求对不当行为的解释并做出因果推断。如

果受众将不当行为归因于某一特征, 那么拥有这

类特征的企业则更容易遭受负面溢出效应。 

另外, 借助于“意识−动机−能力” (Awareness- 

Motivation-Capability)分析架构, Shi 等人(2022)构

建了一套系统性的理论模型, 致力于揭示行业内

焦点企业所经历的各类事件如何激发其他组织及

利益相关者的反应, 进而催生溢出效应。该模型

特别强调了以下几个核心要素: 在意识阶段, 外

部组织及其利益相关者需对焦点公司的行为和由

此引发的外部事件保持高度敏感, 并进行恰当解

读。这表明, 只有当相关方能够及时发现并准确

理解焦点企业的动态及其潜在影响时, 才有可能

引发后续的反应行为。在动机阶段, 基于对这些

外部事件的感知与理解, 相关组织和个体将形成

特定的行动倾向和动机, 这种动机源于他们对采

取行动后预期收益或损失的评估。简言之, 若相

关方认为对焦点企业不当行为作出响应能够带来

潜在利益, 或不采取行动会导致损失, 他们便更

有可能被激励去采取相应措施。在能力阶段, 关

键在于相关主体是否具备实施行动的资源和能力, 

这包括他们是否拥有足够的信息、技术、资金等

资源, 以及是否具备有效的决策机制来支持行动

的执行。即便有了意识和动机, 若缺乏相应的能

力, 溢出效应的出现仍会受到限制。该模型指出, 

焦点企业内部的不当行为被曝光对行业内其他组

织产生溢出效应的程度, 实际上取决于行业内各

组织及其利益相关者对这些信息的识别、理解和

解释能力, 以及他们基于此产生的内在动机和实

际行动能力。通过这三个层次的动态互动与整合, 

最终决定了溢出效应如何从一个组织扩展至整个

行业网络, 并对整个系统产生深远的影响。 

2.2  企业不当行为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 

现有的很多研究已经论证不当行为溢出效应

存在, 但同一类别中被影响的企业所遭受的影响

不尽相同。这种差异性促使学者们深入分析影响

企业不当行为溢出的关键因素 (Galloway et al., 

2023; Iqbal et al., 2024)。Barnett (2014)提出关于利

益相关者对企业不当行为惩罚的认知过程模型 , 

该模型强调了注意和评估两个关键环节。Barnett 

(2014)认为 , 由于个体的注意力资源是有限的 , 

因此他们只能对有限的信息进行加工和处理。这

意味着, 只有当企业不当行为被曝光后足够引人

注目时, 才能引起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关注并进而

触发溢出效应(Shi et al., 2022)。 

与此同时, Paruchuri 和 Misangyi (2015)将不

当行为被曝光后事件的溢出分为“一般化”与“特

殊化”两个阶段。在“一般化”的评估阶段, 利益相

关者会根据行为主体或行为的具体特征, 来判断

是否将其他可能受到影响的企业与涉事企业归为

一类。这种归类是基于个体对不当行为性质的认

知, 以及涉事企业与被影响企业之间可能存在的

相似性。例如, 如果一家公司发生了产品质量问

题, 公众可能会根据这一行为的特点, 担心整个

行业(包括涉事企业外的其他公司)的产品都有问

题, 即便实际上只有个别企业存在问题。这一过

程体现了公众在面对不确定性时的快速归类和判

断能力, 但也可能导致过度泛化, 从而引发不必

要的恐慌或误解。在一般化过程之后, 利益相关

者会进一步根据可能被影响的企业的具体特点来

判断是否应该将其与涉事企业区分开来(也就是

“特殊化”阶段)。这一过程涉及对旁观企业的个体

差异、行为模式、历史记录等多方面的考量。如

果旁观企业能够展示出与涉事企业显著不同的特



第 5 期 欧阳哲 等: 企业不当行为何以产生溢出效应？基于归因认知过程的解释 879 

 

 

征或行为, 那么利益相关者可能会更倾向于将其

视为独立的个体或群体, 而不是不当行为的直接

关联者。这一阶段的认知过程有助于利益相关者

形成更为细致和准确地判断, 减少因过度泛化而

导致的负面影响。 

总的来说, 现有的研究将不当行为溢出过程

中利益相关者的认知分为两个阶段 : 注意和评

估。其中, 评估阶段包括“一般化过程”和“特殊化

过程”。本研究将根据这两个阶段梳理影响不当行

为溢出效应的因素。 

2.2.1  影响利益相关者注意的因素 

企业不当行为首先需要被利益相关者注意

到。如果利益相关者没有意识到该行为, 组织间

的溢出效应就不太可能发生。 

首先是不当行为自身的特征。不当行为的严

重性是一个核心属性。当不当行为的影响范围广

泛、后果严重, 甚至威胁到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时, 它更容易吸引利益相关者的注意(Barnett, 2014; 

Naumovska & Lavie, 2021; Wang et al., 2024)。这种

严重性不仅体现在物质损失上, 还包括精神层面

的冲击, 如恐惧、不安等情绪的蔓延。在这样的

情境下, 利益相关者往往会更加关注不当行为的

发展, 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从而引发溢出效

应。例如, Lei 等(2006)发现, 当企业不当行为的严

重程度较高时 , 其负面溢出效应会显著增强。

Goins 和 Gruca (2008)以美国公司裁员事件为样本, 

分析发现溢出效应也受行为发生频率的影响。 

其次是组织的特征。不当行为主体的地位或

规模等会影响利益相关者对行为的注意 (Han 

et al., 2024)。拥有较高地位的企业往往被认为是

其行业规范和实践的典范(Han & Pollock, 2021; 

Pollock et al., 2019), 而规模较大的企业也常常被

视作是其所在类别群体的代表。因此, 行为主体

的规模会增强负面溢出效应。例如, Paruchuri 和

Misangyi (2015)发现, 规模越大的企业出现不当

行为时, 其所在行业的负面溢出影响会更强。Jia

和 Zhang (2016)则指出, 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比没

有政治关系的企业遭受不当行为负面影响的持续

时间更长。 

此外, 信息中介的感知和反应也会影响利益

相关者的注意(Yu & Lester, 2008)。例如, 媒体报

道、分析师的关注会影响利益相关者的注意力(贾

明 等, 2021), 从而影响其对事件的关注与溢出过

程。如果不当行为被曝光后有大量媒体报道, 容

易引发受众恐慌和关注, 这将增加事件的显著性, 

从而增强溢出效应(Cleeren et al., 2013; Naumovska 

& Zajac, 2022; Xu et al., 2024)。 

2.2.2  影响利益相关者评估(一般化)的因素 

在评估“一般化”阶段, 利益相关者会根据不

当行为的特征进行归因。如果将不当行为出现的

原因归因于企业外部, 那么类别内旁观企业所受

到的负面溢出效应便更大(Naumovska & Lavie, 

2021)。不当行为结果的不确定性也是影响受众评

估过程的重要因素。当利益相关者对行为出现的

原因和影响感到不确定时, 他们往往难以做出准

确的判断。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受众将责任归

咎于更广泛的群体或类别 , 而不是具体的肇事

者。例如, 如果一起食品安全问题的原因不明, 受

众可能会对整个食品行业产生不信任感, 而不是

仅仅针对不当行为主体(王永钦 等, 2014)。 

此外, 不当行为主体的特征也会影响利益相

关者的“一般化”评估过程。当一个企业被视为其

群体的典型代表时, 它的不当行为往往会被推广

到整个群体。Yu 和 Lester (2008)提出当不当行为

引发的声誉危机发生在网络的中心企业时, 负面

溢出的可能性更大。鉴于中心企业在网络中的显

著地位 , 它们往往被视为其他企业的代表或标

杆。当这些企业出现问题时, 其他企业可能会受

到牵连(Adut, 2005; Dewan & Jensen, 2020), 因

为它们的声誉和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心企业

相关联。同样, 不当行为主体的规模也是影响利

益 相 关者 评估 ( 一 般化 ) 的 因 素之 一。 例如 , 

Paruchuri 和 Misangyi (2015)发现, 当一家规模较

大的企业曝出财务不当行为时 , 同行业中的其

他企业遭受的负面影响会更强。靳明等人(2015)

和方正等人(2013)发现产品伤害类行为主体品牌

对品类的代表性越强 , 竞争品牌越容易受到负

面溢出的影响。 

2.2.3  影响利益相关者评估(特殊化)的因素 

在评估(特殊化)阶段 , 利益相关者会根据那

些受到不当行为影响的组织的特征, 来决定是否

对他们进行区别对待(即“特殊化”处理)。如果旁观

企业的某些特征让受众相信他们不会像不当行为

主体那样做出同样的不良行为或“坏事”, 那么负

面溢出效应会更小(纳鹏杰 等, 2017)。以企业财

务违规在行业内的溢出效应为例 , 刘丽华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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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以及 Paruchuri 和 Misangyi (2015)的研究都

发现, 那些拥有强大治理机制的旁观者企业受到

的负面溢出影响更小。这是因为投资者认为, 与

不当行为主体相比, 拥有更好公司治理的企业不

太可能出现财务重述的问题。另一方面, 旁观企

业应对负面溢出的能力将影响利益相关者的评

价。这些能力包括旁观企业的地位、声誉、能力

以及企业社会责任记录等(费显政 等, 2010; 刘海

建, 2016; Kashmiri et al., 2017; Ouyang et al., 2020; 

Yu & Lester, 2008)。利益相关者会相信, 具有上述

特征的企业有能力缓解负面溢出效应。 

除了单独考虑旁观企业的特征, 利益相关者

还将考虑不当行为主体和旁观者之间除主要类别

相似外的其他相似特征 (Diestre & Rajagopalan, 

2014)。企业不当行为的溢出效应不仅由核心属性

的相似性驱动(比如它们是否属于同一行业或具

有相似的业务模式), 而且还由次核心属性的相似

性驱动(如产品市场的重叠度、企业文化、管理层

风格等)。不当行为的溢出可以归因于核心属性和

非核心属性的组合。以同一行业的企业为例, 利

益相关者可以根据它们所服务的产品市场再进行

分类, 这种分类如果增加肇事者与旁观者之间的

相似度, 那么负面溢出影响就越大(Naumovska & 

Lavie, 2021)。 

2.3  相关研究评述  

对以上文献梳理可知, 企业不当行为溢出现

象已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 相关文献日趋丰富。

然而, 企业不当行为溢出效应的研究还存在以下

不足: 

第一, 对企业不当行为多维属性的研究不足, 

缺乏事件系统理论观点的探讨。当前企业不当行

为研究大多将不当行为当作一个简单事件(在实

证中多以 0-1 变量度量), 尽管近期少数文献认识

到不当行为具有多重属性, 但这些研究对于不当

行为特征的研究仅局限于单个因素 , 如严重程

度。近期, 学者们呼吁以一个系统、综合的理论

角度全面认识并评估企业不当行为的影响 (Han 

et al., 2024)。因此, 有必要从事件系统理论出发, 

进一步厘清企业不当行为的内涵, 准确刻画企业

不当行为的“强度” “时间”和“空间”属性特征, 并

探讨不同维度属性特征对溢出效应的影响。 

第二, 现有研究往往过度关注负面溢出效应, 

同时即便是在探讨正面溢出效应的少数研究中 , 

也倾向于采用相同的理论框架——即组织特征的

相似性——来阐释其成因 (Naumovska & Lavie, 

2021; Paruchuri et al., 2019; Piazza & Jourdan, 

2018), 忽视利益相关者的认知处理过程 (Han 

et al., 2024; Roehm & Tybout, 2006)。这种认知处

理过程涉及个体或群体如何接收、解释和响应信

息, 以及这些信息如何影响他们的态度和行为。

Roehm 和 Tybout (2006)指出, 利益相关者的认知

处理对于理解企业的社会影响至关重要。然而 , 

现有理论往往忽视了这一点, 导致对利益相关者

反应的预测和解释能力受限。 

第三, 以往的研究往往将企业不当行为溢出

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视为相互排斥的竞争性假

设, 即认为一种效应的存在必然排斥另一种效应

的存在。然而, 这种二分法的视角限制了构建一

个统一且综合性解释框架的可能性。实际上, 企

业不当行为溢出的正向效应和负向效应可能在同

一连续体上根据条件变化而展现不同的表现形

态。例如, 在某些情境下, 正向效应可能占主导地

位; 而在其他情境下, 负向效应可能更为显著。这

种变化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包括不当行为

本身的特征(如性质、严重性、可控性)与情境因素

(如行为主体声誉)等。因此, 构建一个能够整合这

些因素的统一解释框架对于深入理解不当行为的

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3  研究构想 

本研究基于归因理论、期望违反理论与事件

系统理论, 构建了一个整合性的理论框架, 以解

释企业不当行为如何产生正面或负面溢出效应。

期望违反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解“不当行为为

何首先引发利益相关者强烈反应”的视角。当组织

行为违背社会规范或利益相关者的预期时(如诚

信、能力或透明性期望), 将触发负面期望违反 , 

从而引发更高的关注度、情绪唤起与道德判断 , 

促使该事件进入深度归因过程 (Burgoon & Le 

Poire, 1993; Kim, 2014)。在此基础上, 归因理论进

一步解释了利益相关者如何对不当行为进行因果

推断, 特别是将其归因为“孤立于行为人”还是“系

统性问题的体现”, 从而决定旁观者是否受到牵

连以及溢出效应的方向 (Paruchuri & Misangyi, 

2015)。然而, 传统的归因研究将不当行为视为一

个“黑箱”, 侧重于行为发生后的解读 , 而相对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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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了不当行为本身客观特征的差异性如何系统地

影响后续的归因过程。事件系统理论 (Morgeson 

et al., 2015)恰好弥补了这一缺口。该理论认为, 组

织现象由具体“事件”驱动, 强调不当行为若要产

生溢出效应, 首先必须成为利益相关者认知加工

中的“显著事件” (Morgeson et al., 2015)。该理论从

事件的结构属性出发, 解释了哪些类型的不当行

为更容易进入公众视野并触发归因过程, 为分析

溢出效应的触发条件与情境边界提供了关键视

角。通过整合这三个理论, 本研究不仅能够识别

哪些类型的不当行为更容易引发关注, 还能揭示

其如何被认知加工并转化为溢出效应, 形成一个

从事件触发归因到溢出结果的完整解释链。本研

究的概念模型如图 1 所示。 

3.1  归因轨迹对企业不当行为溢出效应的影响 

依据归因理论, 当个体观察到与预期或社会

公认规范相偏离的事件(例如企业不当行为 )时 , 

会自发启动认知解释机制, 通过因果推断形成对

事件成因的归因判断(Weick, 1995)。然而, 这种归

因过程并非完全基于理性与充分信息的逻辑推

演。在现实情境中, 利益相关者往往在缺乏关于

不当行为真实诱因与完整后果的充分信息时, 便

基于有限线索对行为人及其行为作出快速判断

(Bundy & Pfarrer, 2015; Lange & Washburn, 

2012)。而且, 利益相关者的归因过程具有显著的

关联性特征: 在观察到某企业的不当行为后, 观

察者不仅会判断该行为的直接原因, 还会进一步

推断“这一原因是否同样适用于其他类似组织”。

换言之, 利益相关者会评估其他企业是否同样面

临导致该不当行为的潜在风险, 进而可能采取相

似的不当行为(Paruchuri & Misangyi, 2015)。当不

当行为的原因被认定为孤立于特定企业时, 观察

者倾向于认为这是“个案”, 不会对其他企业产生

连带影响; 而当原因被推断为反映了更大范围内

企业共有的系统性问题, 利益相关者则可能认为

同类企业同样存在类似风险, 进而对整个群体的

可信度产生质疑(Desai, 2011)。本部分基于归因理

论与期望违背理论, 探究利益相关者对不当行为

原因的归因轨迹(孤立性归因或系统性归因)对溢

出效应的方向与强度的影响。 

(1)孤立归因与正面溢出效应。当利益相关者

将不当行为归因于行为人自身时, 他们倾向于认

为旁观者不共享这些原因。这种归因突出了行为

人与旁观者之间的差异, 减少了对旁观者从事不

当行为的担忧, 从而增加了产生正面溢出效应的

可能性。例如, 若一家公司因内部管理不善导致 
 

 
 

图 1  组织不当行为溢出效应的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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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务欺诈被曝光, 而其他公司被认为具有不同

的管理文化和内部控制机制, 那么旁观者可能因

与该不当行为无关而获得正面评价。 

(2)系统性归因与负面溢出效应。当利益相关

者将不当行为视为系统性问题的一部分时, 他们

开始怀疑更广泛组织群体的信念和价值体系。这

种归因强调了行为人与旁观者之间的相似性, 增

加了对旁观者从事不当行为的担忧, 从而导致负

面溢出效应。例如, 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中, 一些

银行的不当贷款行为被曝光后, 公众对整个银行业

产生了信任危机, 导致其他银行也遭受负面评价。 

综上, 本研究提出了以下命题: 

命题 1: 利益相关者对不当行为的孤立性归

因会对旁观企业产生正面溢出效应。 

命题 2: 利益相关者对不当行为的系统性归

因会对旁观企业产生负面溢出效应。 

3.2  利益相关者归因轨迹的前因 

3.2.1  企业不当行为性质的影响 

不当行为的性质对利益相关者在进行孤立或

系统性归因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 , 

社会心理学研究已经确立了能力和道德作为人类

评估他人的两个核心维度 (Fiske et al., 2007; 

Mishina et al., 2012; Park & Rogan, 2019; 

Paruchuri et al., 2021)。在组织环境中, 不当行为

通常表现为两种形式: 能力失败, 即组织未能达

到技术熟练的表现; 或道德失败, 即组织的动机、

诚信等存在不足(Connelly et al., 2016)。尽管利益

相关者对能力和道德失败都极为关注, 但先前的

研究表明, 道德失败对利益相关者在不当行为后

对行为人的评估具有更深远的影响(Mishina et al., 

2012; Paruchuri et al., 2021)。这是因为利益相关者

将违反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的行为视为行为人有意

从事不当行为的明确迹象。相比之下, 未能执行

或执行不当的活动也可能导致不当行为, 但这些

行为可能并非公司的意图(Paruchuri et al., 2021)。

因此, 动机在评估和确定不当行为的后果中起着

重要作用(Palmer et al., 2016)。 

期望违反理论强调互动双方基于社会规范、

行 为 人 特 征 和 以 往 经 验 发 展 对 彼 此 的 期 望

(Burgoon & Le Poire, 1993)。当行为人违反这些期

望时, 便产生了‘期望违反’。当行为违反期望时, 

人们可能会感到震惊, 并对违规者和违规行为进

行评估。这些评估随后指导受害者的行为反应 , 

以及对合作伙伴和关系的看法(Bachman & Guerrero, 

2006)。此外, 行为人可以对另一个人的行为有正

面或负面的期望, 而期望违反可以是正面的(超出

期望)或负面的(未能达到期望)。当预期的正面结

果出现负面期望违反时通常会引发强烈的负面反

应 , 降低利益相关者对后续行为的评估和期望

(Burgoon & Le Poire, 1993; Kim, 2014)。此外, 当

行为人认识到负面期望违反是故意造成时, 其反

应会更强烈(Bachman & Guerrero, 2006)。 

基于道德的期望违反导致道德评估, 这些评

估通常与组织价值观和文化相关联 (Bundy & 

Pfarrer, 2015; Pollock et al., 2019)。个体更有可能

将道德违规视为故意的, 使对违规的反应更加强

烈(Bachman & Guerrero, 2006)。因此, 利益相关者

更有可能质疑道德失败是否反映了行为人同行共

享的更广泛的规范和价值体系中的缺陷, 因为对

理所当然的规范的挑战通常会导致迅速蔓延的恐

惧和焦虑(Harmon, 2019)。例如, 2008 年市场崩溃

前, 一些银行和抵押贷款机构发放了他们知道几

乎没有偿还机会的贷款。一旦公众意识到这一点, 

他们很快就开始怀疑所有银行和贷款机构是否都

从事了类似行为。对一个行为人的道德怀疑激发

了对与行为人共享相同价值体系的其他人的道德

怀疑, 增加了利益相关者系统性归因的可能性。

相比之下, 能力评估往往是个体化的—即针对被

评估者本身, 通常不太反映共同持有的特征。因

此, 基于能力的期望违反更可能导致利益相关者

进行孤立性的归因, 因为利益相关者不太可能仅

仅因为一个行为人未能达到可接受的能力标准就

对其他人的能力产生怀疑。 

综上所述, 道德失败特别具有破坏性, 因为

它创造了强烈的期望违反, 引发道德评估, 并可

能引发对更广泛规范和价值体系的怀疑。相比之

下, 能力失败更可能导致孤立归因, 因为能力评

估通常是个体化的, 不太可能引发对其他人的怀

疑。本研究因此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 3: 相比道德失败, 能力失败更可能导

致利益相关者对不当行为进行孤立性责任归因。 

命题 4: 相比能力失败, 道德失败更可能导

致利益相关者对不当行为进行系统性责任归因。 

3.2.2  企业不当行为多维属性特征的影响 

(1)行为强度属性的影响 

企业不当行为强度属性包括新颖性(不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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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区别于现在及以往行为的程度)、显著性(不当行

为被受众注意观察的程度)、关键性(不当行为需要

实体优先应对、显著影响组织目标实现的程度)。

相关研究表明触发溢出效应的不当行为具有三个

共同特点: 新颖性、显著性和关键性(Shi et al., 

2022)。新颖性指的是不当行为在组织中发生的频

率较低。利益相关者具有有限的注意力(Nigam & 

Ocasio, 2010), 因此 , 只有新颖的行为才能吸引

组织利益相关者的注意力。这种“例外”的特质会

促使利益相关者将原因归结于该企业自身特有

的、内部的因素(如独特的管理失误、个别人物的

错误决策), 而非行业通病, 从而更倾向于进行孤

立性归因。显著性指的是不当行为的突出性和可

见性。不可见的行为不太可能引发组织间溢出效

应。极高的可见性会迫使利益相关者不仅关注事

件本身, 还会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深层原因。高显

著性会像“探照灯”一样, 照亮与该不当行为相关

的整个环境、行业惯例和制度背景, 使得其他企

业的类似实践或潜在的问题也暴露出来。这会引

导利益相关者思考: “这是不是一个普遍问题？只

是这家公司特别倒霉被抓住了？”从而更可能将

责任归因于广泛的系统性因素。关键性指的是行

为对焦点组织生存和绩效的影响程度。对焦点组

织不关键的行为, 不太可能引发同行组织和利益

相关者的反应。高关键性的不当行为(如可能导致

企业破产的重大丑闻)会向利益相关者传递一个

强烈的信号, 表明此事至关重要, 必须做出明确

判断和应对。这种紧迫感和重要性会强化利益相

关者已有的归因倾向。总之, 不当行为的强度越

大, 越可能打破对企业的预期, 利益相关者越会

做出应对和调整, 从而在与外部环境变化的互动

中解读存在的问题和潜在的信息 , 通过归因认

知触发溢出效应的发生。综上, 本研究提出以下

命题。 

命题 5: 企业不当行为的新颖性越高, 利益

相关者越有可能对其进行孤立性归因。 

命题 6: 企业不当行为的显著性越高, 利益

相关者越有可能对其进行系统性归因。 

命题 7: 企业不当行为的关键性越高, 利益

相关者对其进行归因的确定性就越强, 进而放大

孤立性或者系统性归因倾向。 

(2)行为时间属性的影响 

企业不当行为的时间属性可以确定行为发生

时点与持续时间, 从而更好地理解行为。企业不

当行为时间属性包括时机(行为发生在企业发展

的哪一个阶段)和时长(行为持续时长)。从行为发

生的时机来看, 如果不当行为发生在企业的成熟

期, 由于公众通常期望成熟的企业具有较高的社

会责任感和道德标准(Quinn & Cameron, 1983), 

因此, 对于成熟期企业发生的不当行为, 公众可

能会将其归因于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缺陷、管理

层的道德风险或对市场地位的过度自信。公众可

能会认为, 成熟企业应该具备更强的自我约束和

管理能力, 其不当行为可能是有意为之, 以维护

或提升自身的利益。从行为时长来看, 如果企业

的不当行为持续时间较短, 且能够迅速采取措施

解决, 公众可能会认为这是一次偶然事件或管理

疏忽, 并将原因归因于个别员工的失误、临时的

外 部 压 力 或 特 定 情 境 下 的 决 策 失 误 (Weiner, 

2006)。据此, 本研究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 8: 企业不当行为发生的时机越晚(如发

生在成熟期而非成长期), 利益相关者越有可能对

其进行孤立性归因。 

命题 9: 企业不当行为的持续时间越短 , 利

益相关者越有可能对其进行孤立性归因。  

(3)行为空间属性的影响 

事件系统理论把研究对象分为大环境、企业、

团队和个人等从高到低的空间层次, 事件会在同

一层次或不同层次之间扩散并产生影响。在企业

不当行为曝光情境下, “行为空间”包括三个方面: 

起源(企业不当行为起源于哪一个空间层次); 扩

散(企业不当行为在同一层次和不同层次的扩散

范围); 距离(企业不当行为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心

理距离的远近)。首先, 如果企业不当行为起源于

大环境层次, 如行业普遍存在的潜规则、政策法

规的不完善等, 公众可能会将行为的原因归因于

外部环境因素。公众可能会认为企业在这样的环

境中难以独善其身, 其不当行为是受到行业大环

境的影响或制约(Klein & Dawar, 2004); 其次, 如

果企业不当行为在同一层次内扩散, 例如行业或

区域内多个企业相继出现问题, 这种行业或区域

内广泛存在的现象会被视为“系统性问题”的证据, 

反映了企业外部深层次的文化失范或制度性漏洞, 

从而引导利益相关者做出系统性归因(Bansal & 

Clelland, 2004); 最后, 当企业不当行为与利益相

关者之间的心理距离较近时, 如涉及消费者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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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产品或服务的质量问题、员工的切身利益

受损等, 公众会更加关注事件对自身或身边人的

直接影响, 因而会倾向于将原因归因于企业对利

益相关者的不负责任, 认为企业没有充分考虑其

行为对消费者、员工等的后果。综上所述, 本研

究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 10: 企业不当行为的起源层次越高, 利

益相关者越有可能对其进行系统性归因。 

命题 11: 企业不当行为在组织外部的扩散范围

越广, 利益相关者越有可能对其进行系统性归因。 

命题 12: 企业不当行为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

心理距离越近, 其责任归因的确定性就越强, 进

而放大孤立性或者系统性归因倾向。 

(4)不同行为属性的共同影响 

基于事件系统理论, 行为强度对利益相关者

的 影 响 取 决 于 行 为 发 生 的 时 间 和 空 间 属 性

(Morgeson et al., 2015)。具体而言, 从行为强度与

时间属性的交互作用来看, 对于一定强度的不当

行为, 当行为发生在企业发展的初创阶段且行为

持续时间较短时, 利益相关者可能会归因于企业

管理经验不足、制度不完善、资金压力大等个体

孤立性的客观因素。从行为强度与空间属性的交

互作用来看, 对于一定强度的不当行为, 当行为

的发生源于企业高层决策失误(如伦理失范)、行为

的扩散范围突破组织边界且直接触及利益相关者

核心利益时, 行为曝光更可能获得利益相关者的

关注, 利益相关者可能会将责任归因于行业系统

性问题。据此, 本研究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 13: 高强度的不当行为, 若发生在企业

发展的初创期且持续时间较短, 利益相关者更有

可能对其进行孤立性归因。 

命题 14: 高强度的不当行为, 若起源于企业

高层、扩散至行业层面且与利益相关者心理距离

近, 利益相关者更有可能对其进行系统性归因。 

3.3  焦点企业声誉的调节作用 

长期以来 , 社会评估(如企业声誉、地位等)

被认为是影响公众对组织不当行为的解读与反应

的关键因素。其重要性在于能够为人们在面对不

当行为时提供认知启发, 从而减轻感知上的不确

定 性 (Dewan & Jensen, 2020; Park & Rogan, 

2019)。这些社会评估蕴含着独特的社会认知内容, 

塑造了公众对组织的特有期望 (Pollock et al., 

2019)。而这些期望与归因过程及利益相关者所经

历的期望违反紧密相连。例如, 即使面对相同的

行为, 不同的公司社会责任评估也可能导致公众

做出不同的解读(Pfarrer et al., 2010)。 

基于期望违反理论, 当发生能力失败时, 高

能力声誉企业由于其在能力维度上建立的卓越声

誉, 会引发利益相关者对其能力表现的高度正向

期望, 即公众认为该企业在技术执行、专业水准

与运营管理方面具备卓越水平(Deephouse, 2000; 

Fombrun, 1996); 而一旦出现失败, 这种“高期望−低表现”的落差会导致显著的期望违反, 引发利

益相关者的认知失调。利益相关者会感到困惑和

失望, 因为他们难以将企业的能力失败与其一贯

的能力声誉相协调。这种认知失调促使他们寻找

更深层次的原因, 以解释这种意外的行为。相比

之下, 低能力声誉企业由于在能力维度上声誉较

低, 利益相关者对其能力本就持怀疑或低期望态

度, 当能力失败发生时, 甚至可能不会引发利益

相关者的认知反应。 

类似地, 高道德声誉企业被视为行业内的道

德典范, 其行为通常被认为代表了行业内的最佳

实践和道德标准。因此, 当这些企业发生道德失

败时, 利益相关者在寻求事件背后的原因时, 会

质疑这种失败是否反映了整个行业在道德规范和

价值体系上的缺陷。据此, 本研究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 15: 对于能力失败, 高能力声誉的企业

比低能力声誉的企业更可能引发利益相关者的孤

立性归因。 

命题 16: 对于道德失败, 高道德声誉的企业

比低道德声誉的企业更可能引发利益相关者的系

统性归因。 

3.4  行为属性的调节作用 

除直接影响归因轨迹外, 企业不当行为的某

些属性还会调节孤立归因、系统归因与溢出效应

的关系强度。首先, 新颖性较低的不当行为将加

强孤立性归因与正面溢出效应之间的积极关系 , 

增加溢出效应的幅度。因为利益相关者的归因强

度同时受到不当行为属性和情境因素的双重影响, 

这意味着归因过程的作用机制及其对溢出效应的

影响可能存在多维路径。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 

在利益相关者形成孤立归因的前提下, 无论其形

成动因如何, 焦点企业不当行为的新颖性都将通

过两个关键中介机制—期望违反程度 (Graffin 

et al., 2016; Pfarrer et al., 2010)以及焦点企业与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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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企业差异感知—显著调节孤立归因与正面溢出

效应之间的作用强度。例如, 当某企业发生重大

能力缺失型不当行为但呈现新颖性特征时, 利益

相关者可能仍将其归因为偶发事件。在此情境下, 

由于不当行为未形成普遍模式, 利益相关者对组

织规范的期望违反感知相对较弱。这种认知倾向

源 于 他 们 将 事 件 合 理 化 解 释 为 “ 单 次 失 误 ” 

(Bachman & Guerrero, 2006), 进而降低对行为故

意性的判定。其直接后果是利益相关者难以形成

显著的行为人－旁观者差异判断(如产生“虽然存

在过失 , 但任何组织都可能遭遇此类问题”的认

知), 最终导致正面溢出效应的强度受限。反之 , 

若不当行为在组织中具有频繁发生的过往记录 , 

基于重复性违规所强化的意图归因(Bachman & 

Guerrero, 2006), 利益相关者将产生更显著的期

望落差。这种强化后的差异感知会放大行为人与

行业其他主体的对比效应, 从而产生更强烈的正

面溢出效应。 

有研究表明 , 存在一种 “ 数量安全 ” 效应

(Naumovska & Lavie, 2021), 因为个体会被新颖

的刺激所吸引, 并认为越突出的刺激具有越大的

信息价值。然而, 当某种行为扩散到其他组织变

得普遍时, 任何单个行为主体被注意到的可能性

都会降低, 因此也不太可能影响旁观者的归因。

此外, 如果许多其他企业都从事同样的不当行为, 

使该行为常态化, 就会降低对其他企业行为的期

望标准, 因此当施害者披露其不当行为时, 期望

违背的程度也较小。因此, 尽管企业间不当行为

的普遍性增加了利益相关者将其归因于系统性原

因的可能性, 但它也降低了系统性归因对旁观者

产生负面溢出效应的影响。据此, 本研究提出以

下命题。 

命题 17: 不当行为的新颖性越低, 孤立性归

因与负面溢出效应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就越弱。 

命题 18: 不当行为扩散到其他组织中越普遍, 

系统性归因与负面溢出效应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就

越弱。 

4  理论建构 

在当前中国市场竞争持续加剧、监管环境日

趋严格、社会舆论高度敏感的背景下, 企业不当

行为不仅会对涉事主体自身产生严重后果, 还可

能通过利益相关者的认知机制, “溢出”至同行业、

关联行业甚至整个商业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组织

(Galloway et al., 2023; Klein & Dawar, 2004)。此类

溢出效应既可能表现为消费者信任的普遍下滑、

行业整体声誉受损等负面外溢, 也可能在一定条

件下激发公众对“好企业”的对比性认同, 从而带

来正向的品牌联想或市场机会 (Naumovska & 

Lavie, 2021; Paruchuri et al., 2019)。然而, 既有研

究对于“为何某些不当行为会引发广泛溢出 , 而

另一些却被局部消化？为何有时溢出为正, 有时

却为负？”这一核心问题尚未形成一致且深入的

解释框架。 

传统文献多从静态的结构特征视角出发, 将

溢出效应的产生归因于组织间的类别相似性(如

行业归属、市场重叠、品牌联想等), 并聚焦于共

同类别成员资格(如 Diestre & Rajagopalan, 2014; 

Laufer & Wang, 2018)、竞争性重叠或网络邻近性

等变量 (如 Jonsson et al., 2009; Ouyang et al., 

2020)。例如, Han 等人(2023)指出, 现有研究往往

将这些结构性因素视为影响溢出方向与强度的关

键前因, 却忽视了利益相关者作为信息加工主体, 

在面对不当行为事件时所进行的动态归因与意义

建构过程。因此, 本研究将焦点从共同类别成员

资格和竞争重叠转移到了利益相关者评估背后的

归因认知过程。这一视角强调, 利益相关者对行

为的归因过程推动了正面和负面溢出的发生, 从

而为构建一个统一且综合性的解释框架来预判不

当行为溢出效应提供了可能。 

第一, 本研究通过分析归因认知过程视角下

组织不当行为溢出效应的形成机制, 揭示了个体

归因在组织不当行为溢出过程中的关键作用。现

有研究往往侧重于类别成员资格、组织结构特征

等相对静态的方面, 却较少深入探讨利益相关者

在面对特定情境时的认知处理过程。这种认知处

理过程涉及个体或群体如何接收、解释和响应信

息, 以及这些信息如何影响他们的态度和行为。

与以往将类别相似性作为主导前因的研究不同

(如 Klein & Dawar, 2004), 本研究将焦点从“组织

间客观相似性”转向“利益相关者主观归因过程”, 

强调归因的认知路径才是决定溢出方向与强度的

核心驱动机制。例如, 当不当行为被归因为道德

型失败时, 利益相关者更可能将负面情绪泛化至

整个行业, 引发强烈的负向溢出; 而若该行为被

归因为偶发的能力型失败, 且企业及时采取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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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则可能激发公众对“负责任企业”的对比性认

可, 甚至在某些情境下产生正向溢出(Naumovska & 

Lavie, 2021; Paruchuri et al., 2019)。通过融合期望

违背理论与归因理论, 本研究不仅为预判溢出效

应的前置因素提供了更精细的理论工具, 还突破

了传统基于行业类别的静态分析框架, 使理论预测

能够跨越行业边界, 适用于更广泛的组织情境。 

第二, 从事件系统理论视角, 本研究考虑了

企业不当行为的多维属性, 拓展组织不当行为影

响后果的研究。既有文献通常将企业不当行为简

化为一个“是否发生”的二元变量(0-1 测量), 或仅

关注行为的单一属性(如严重程度、是否被曝光), 

却忽视了不当行为本身作为一个动态事件所具有

的多维特征 (Morgeson et al., 2015; Shi et al., 

2022)。这种简化处理导致研究者难以捕捉“为何

某些不当行为引发广泛关注与溢出, 而另一些却

被快速遗忘或局部消化”的关键差异。本研究引入

事件系统理论(Morgeson et al., 2015), 主张不当

行为的溢出效应并非由行为本身的存在与否决定, 

而是依赖于其是否具备作为“显著事件”的三大核

心属性: 新颖性、显著性以及关键性。只有当不

当行为同时满足或部分满足这些属性时, 才更可

能进入利益相关者的认知加工中心, 进而触发归

因推理与溢出效应。本研究从强度、时间和空间

维度对企业不当行为进行刻画, 考察企业不当行

为不同属性的单独和共同影响。企业不当行为溢

出效应的相关规律性只有在其完整的存在时空中

才能更好地表现出来, 预期研究成果将拓展关于

企业不当行为影响后果的研究。 

第三 , 本研究明确区分了组织不当行为的

类型 , 为理解不当行为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 , 

有助于更精确地预测和解释溢出效应。在组织与

利益相关者的互动过程中, 存在两类核心不确定

性: 一是“逆向选择问题”——即外部主体难以直

接观察组织的真实能力或质量 ; 二是“道德风险

问题” ——即组织在获得信任后可能采取违背承

诺或伦理规范的行为。这两类问题分别对应社会

认知中的两个基本维度 : 能力维度与道德维度

(Fiske et al., 2007; Paruchuri et al., 2019)。基于此, 

本研究借鉴组织失败的经典分类框架(Han et al., 

2023; Paruchuri et al., 2021), 将企业不当行为明

确区分为能力型失败与道德型失败: 前者主要表

现为组织在技术、运营或管理层面未能达到预期

标准(如产品缺陷、服务延迟、研发失败), 通常与

能力不足相关但未必涉及主观恶意; 后者则涉及

组织对道德规范、法律要求或社会责任的主动背

离(如财务欺诈、商业贿赂、环境污染、虚假宣传), 

直接挑战利益相关者的伦理底线。这种类型学区

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方面, 实证研

究表明, 道德型失败更容易引发利益相关者的强

烈情绪反应与泛化归因, 从而导致更显著的负向

溢出效应(Klein & Dawar, 2004); 而能力型失败若

伴随及时补救与透明沟通, 反而可能强化公众对

组织“负责任形象”的认知, 甚至在对比效应下提

升非涉事企业的声誉(Piazza & Jourdan, 2018)。另

一方面, 该分类为组织设计针对性干预策略提供

了依据。例如, 针对道德型风险, 企业需强化合规

体系建设与伦理文化培育;针对能力型风险, 则应

优化流程管理、提升技术可靠性并建立快速响应

机制。通过明确区分两类失败, 本研究不仅深化

了对不当行为为何产生不同溢出效果的理解, 还

为实践中精准防控负面溢出、主动引导正面溢出

提供了可操作的类型学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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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corporate misconduct: An attributional cognitive 
process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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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corporate misconduct refer to the positive or negative changes in the 

stock prices, reputation, resources, and opportunities of bystander firms that are not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misconduct, resulting from the wrongdoing of other firms. Current theories predominantly focus on industry 

or product similarity, using shared characteristics to explain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spillover effects. 

However, few studies simultaneously consider both types of effects, leading to a lack of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in the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ttributional cognitive processes,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unifi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explain and integrate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spillover effects of 

corporate misconduct. Specifically, this study clarifies that the direction of spillover depends on 

stakeholders’ “attribution locus” regarding the cause of the incident: if the cause is attributed solely to the 

perpetrator (isolated attribution), it leads to positive spillover; if the cause is perceived as a systemic issue 

shared by a broader organizational group (systemic attribution), it results in negative spillover. Furthermore, 

this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nature of misconduct and its multidimensional attributes influence 

stakeholders’ attribution choices. Additionally, the study explore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orporate 

reputation and the multidimensional attributes of behavior in the attribution process, providing a 

cross-industry theoretical tool for anticipating and managing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misconduct. 

Keywords: stakeholder perception, corporate misconduct, spillover effect, attribution cognitive process 


